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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

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 然而, 现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受限产品在发

起国市场出口的影响, 鲜有注意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对企业出口产生的 “溢出

影响”。 基于此, 本文利用 2000—2013 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 对技术性贸易

壁垒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研究发现: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总体上显著提高了

企业受限产品对实施国以外市场的出口, 以及非受限产品对实施国的出口, 即技术

性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市场以及出口种类均产生了正向溢出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

现, 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企业不同出口市场以及不同产品种类上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存

在显著差异。 最后, 基于企业的异质性, 发现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高生产率企业和外

资企业产生的正向市场溢出影响更强, 对低生产率企业和国内企业产生的正向种类

溢出影响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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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 我国出口企业面临

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局面, 2022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要 “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 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①。 如何加强国际贸易中的风险防范, 是当前稳外

贸、 稳外资以及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贸易壁垒一直以来

都是出口风险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 且相较于采取加征高额关税这种短期激烈对抗策

略, 非关税贸易壁垒才是全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更为流行的贸易保护工具。 其中, 技

术性贸易壁垒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 作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典型代表,
凭借其灵活隐蔽且限制性强的特性, 已经成为各国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 然而, 现有

83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0 期

①

[收稿日期] 2022-05-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反倾销引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71803079)
[作者信息] 王冠宇 (通讯作者):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wangguanyu525@ sina. com; 马野

青: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http:
 

/ / www. gov. cn / premier / 2022-03 / 12 / content_5678750. htm。



关于 TBT 带来的贸易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限制性贸易效应方面, 很少考虑到 TBT
可能存在的溢出影响。 所谓溢出影响是指, TBT 的实施可能影响出口国企业受限产品

在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 以及企业非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 本文将前者简

称为 TBT 对出口市场的溢出影响, 将后者简称为对出口种类的溢出影响。 如果仅考

虑 TBT 对企业受限产品对发起国出口产生的阻碍效应, 而忽略了溢出效应, 则很

有可能低估或高估了 TBT 对出口企业整体的负面影响。 目前, 中国虽然是世界第

一贸易大国, 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较低, 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标准存在一

定差距, 经常遭到各种形式的 TBT。 在此背景下, 综合考虑 TBT 可能带来的外溢

效应, 对于全面评估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 完善我国的贸易政策、 为贸易高质量发

展争取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 以及帮助中国出口产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继续

保持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在国际市场贸易紧密度日益加深的同时,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各国政府采用

的最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TBT 直接贸易效应的探讨,
即研究 TBT 对受冲击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 此类研究普遍认为 TBT 会对受冲击产

品的贸易开展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 即 TBT 会引起受冲击产品生产以及出口成本

的增加, 且成本增加的幅度与 TBT 的限制程度成正比 ( Fischer
 

and
 

Serra,
2000) [1] 。 例如, Hu 等 (2019) [2] 以欧盟 《儿童抵抗法》 的实施作为确定 TBT 对

企业绩效因果影响的准自然实验, 结果发现技术壁垒的实施使得企业的出口额和出

口数量均有所下降。 这一点与田曦和柴悦 (2019) [3] 以及陈雯等 (2021) [4] 的研

究基本一致。 Fontagné 和 Orefice (2018) [5] 的研究发现, TBT 对多目的地出口企

业的负面影响更大, 对更同质行业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 朱信凯等 (2020) [6] 利

用企业出口决策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 TBT 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

显著的阻碍作用。 Bao (2014) [7] 从中国设置的 TBT 角度出发, 探究其对中国进口

的影响, 结果发现 TBT 会降低中国从潜在贸易伙伴的进口可能性, 并提高与现有贸

易伙伴的进口额。 但也有部分文献提出, TBT 虽然会在短期内对产品出口产生负面作

用, 但在中长期贸易中可能对出口贸易流量存在积极作用。 李春顶 (2005) [8] 以及

孙晓琴和吴勇 (2006) [9] 的研究发现, TBT 带来的更严格的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会对出口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 推动出口国实现技术升级, 因而从中长期

视角来看, 会对出口规模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还包含对贸易壁垒可能存在出口溢出效应的研究, 但

研究对象多以反倾销为主。 例如, Baylis 和 Perloff (2010) [10] 研究发现, 美国对墨

西哥西红柿发起的反倾销不仅导致墨西哥对其他国家的西红柿出口量增加, 而且显

著促进了番茄酱等替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出口。 龙小宁等 (2018) [11] 利用 DID 模

型考察了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对企业非涉案出口产品的影响, 结果发现美国对华

反倾销措施会造成企业非涉案产品的出口规模增加, 表明反倾销存在出口产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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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溢出效应。 陈勇兵等 (2020) [12] 研究发现, 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会使来自非指控

对象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额显著增长。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措施存在负向溢

出效应。 蒋为和孙浦阳 (2016) [13] 从企业层面探讨了美国对华的反倾销措施对非

调查品出口的影响, 结论表明, 企业在遭受反倾销后, 不仅非调查品对美国的出口

增长率显著降低, 企业对其他出口地区的出口额也显著减少。 杜威剑和李梦洁

(2018) [14] 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研究后得出, 反倾销措施不仅会减少企业涉案产

品的出口, 也会对其他近似产品的出口产生破坏效应。
毫无疑问, 现有研究对我们理解和把握 TBT 的贸易效应以及贸易壁垒的溢出

影响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 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本文的边际贡献也在此

体现。 具体而言: (1) 现有文献关于 TBT 贸易效应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企业受限

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变化方面, 鲜有考虑到 TBT 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 基于

此, 本文探讨了 TBT 对企业受限产品在发起国以外市场出口产生的溢出影响 (市

场溢出), 以及对企业非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出口产生的溢出影响 (种类溢出),
更为全面地评估了 TBT 带来的贸易风险。 (2) 与现有研究的 TBT 效应识别策略相

比, 本文运用 PSM-DID 的方法进行经验检验, 有效减少了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
更加精准地识别出 TBT 政策冲击所带来的 “净效应”。 (3)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 TBT
的溢出效应在不同出口市场、 不同出口产品上的差异性, 以及 TBT 对异质性企业

产生的溢出影响的差异性, 为不同类型企业如何通过调整出口市场与出口产品来化

解 TBT 贸易风险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二、 理论与假说

与反倾销等其他临时性贸易壁垒一样, TBT 是一种成本增加型的贸易壁垒。 企

业在应对 TBT 时必须通过投入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材料来提高其产品技术标准以满

足新要求, 从而增加了出口产品的可变成本。 此外, 企业还必须在检验、 检疫以及

技术专家等方面进行大量投入才能通过审查, 这也导致了出口固定成本的增加

(Maskus
 

et
 

al. , 2005) [15] 。 因此, 遭受 TBT 的企业如若想继续对发起国出口被 TBT
限制的产品, 需要花费额外的 “合规成本” 来满足技术要求, 这将扭曲两国之间

的正常贸易 (鲍晓华和朱达明, 2015) [16] 。
首先, 考察 TBT 对企业出口市场是否存在溢出影响。 于出口企业而言, 其产

品在发起国市场遭受 TBT 后存在两种情况: 若合规成本造成的出口损失低于在发

起国市场继续出口的总体收益, 企业往往选择将产品升级以突破 TBT 实施国所提

出的技术限制从而继续向发起国出口; 若合规成本产生的损失高于继续在实施国市

场出口所带来的可能收益, 企业会放弃该国市场。 对于前种情况, 企业在选择产品

技术升级后, 相关产品的出口质量一般也会相应提高 (郑休休等, 2022) [17] 。 由于

企业对于出口产品往往会进行规模化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来控制成本 (李自

若等, 2022) [18] , 造成销往发起国以外市场同种产品的技术标准与质量可能会连带

一同增加, 而更高质量产品所带来出口竞争力的增加会占据更多的出口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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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delwal
 

et
 

al. , 2013) [19] 。 因此, 在前种情况下, 可以预期 TBT 会导致企业受

限产品对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增加。 而对于后种情况, 企业在遭遇难以克服的贸

易壁垒的冲击后通常也不会坐以待毙, 往往会采取经营策略上的转变与调整, 来减

小贸易壁垒对企业自身造成的损害 (蒋为和孙浦阳, 2016)。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一国发起的 TBT 并不会影响企业现有产品对该国以外市场技术要求的满足, 故企

业对无 TBT 市场销售的渠道依然是畅通的。 在此背景下, 遭遇 TBT 的企业会将受

阻产品进行市场转移、 追加到无 TBT 市场, 这是企业弥补损失、 实现利润优化的有

效途径 ( Kamal
 

and
 

Zaki, 2018[20] ; 纪建悦等, 2022[21] )。 综上, 在两种情况下,
TBT 均会导致企业受限产品对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增加。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1a。

假说 1a: 平均而言, TBT 对企业出口市场具有正向溢出影响, TBT 的实施会

导致企业受限产品对实施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在选择将产品销往其他市场时存在两种渠道: 一种是销售

到企业原有市场, 另一种是拓展到新市场。 相对而言, 在原有出口市场上, 企业已

经支付了进入市场的相关成本, 且由于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 在原有市场追加出口

时, 边际成本不会显著增长 (包群等, 2021) [22] 。 因此, 关于 “市场正向溢出影

响” 的推论更加符合企业在已有市场上进行调整的规律。 但企业出口目的国的变

动或新贸易关系的建立相当频繁 (蒋灵多等, 2017) [23] , 因此不断拓展新市场也是

出口企业主要的运行规律之一。 但如果企业选择进入新市场, 需要支付额外的进入

成本来建立新的贸易关系, 这些成本表现在需求信息获取、 经营网络建立以及其他

营销和运输等方面, 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要比原有市场付出的代

价更高 (叶文灿等, 2020) [24] , 这会使得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更倾向于

将受阻产品转移到现有市场上。 因此, TBT 难以在新市场上产生正向溢出影响。 不

仅如此, TBT 作为一个高约束性贸易壁垒, 会导致企业短期内的盈利能力弱化, 进

而可能会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估, 从而引发融资约束来进一步降低企

业的规模效益 (蒋为和孙浦阳, 2016)。 在此情况下, 与遭受 TBT 前相比, 企业拓

展新市场以及在新市场上的出口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总之, 在 TBT 实施后,
一方面企业受限产品难以在新市场上进行转移,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经营收益能力的

下降, 受限产品对新市场的出口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故 TBT 总体上会对企业受限

产品在新市场上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 本文提出假说 1b。
假说 1b: TBT 对企业不同出口市场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TBT 的

实施主要会导致企业受限产品对实施国以外 “原有市场” 的出口增加, 而对 “新

市场” 的出口则会降低。
其次, 考察 TBT 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是否存在溢出影响。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

TBT 的实施会导致企业出口限制产品的成本上升, 这也意味着出口非限制品的贸易

成本会相对降低, 而出口成本较低的产品为企业带来的获利空间相对更高, 进而更

容易发生贸易关系。 此外, Bao 等 (2014) [25] 指出, 多产品企业在遭受贸易壁垒

后, 一般会将资源转移到非受限产品上, 进而也会导致企业非受限产品的产出与出

口倾向增大。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 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购买决策会受到产品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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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变动的影响。 TBT 引致的成本效应会使得受限产品价格上涨, 这也意味着非受

限产品的出口价格相对降低。 由于同一企业生产的产品往往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龙小宁等, 2018), 故 TBT 的实施会导致企业非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上的需求

增加。 综上, 可以判断在均衡条件下, TBT 会导致企业非受限制产品在发起国市场

的出口增加。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2a。
假说 2a: 平均而言, TBT 对企业出口种类具有正向溢出影响, TBT 的实施会

导致企业非受限产品对 TBT 实施国的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非限制产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限制产品相互关联的产品, 主

要是指生产过程中拥有与受限产品相似的机构、 基础设施、 资源、 技术等要素的产

品 (Hidalgo
 

et
 

al. , 2007) [26] 。 另一类是与限制产品相互独立的产品, 或称为非关

联产品。 TBT 的实施对两类产品出口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相较于其他临时性贸易

壁垒, TBT 标准的设置更加微观, 但涉及的产品范围却更加广泛。 若企业出口的两

种产品为关联产品, 则在投入产出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要素或技术实施环节的重合。
这意味着, 遭受 TBT 的企业在对限制产品进行合规调整时所产生的合规成本也会

波及到与限制产品相关联的产品。 此外, 贸易壁垒往往会对与限制产品相关联的产

品出口产生威慑效应 ( Min, 2018) [27] 。 根据 WTO 官网记录的 TBT 通报信息, 某

项 TBT 措施在实施之后往往还会有后续补充条款的跟进, 而后续条款的调整主要

是针对相关技术标准所涉及的与初始限制产品相关联的产品。 在此情况下, 如果企

业后续不想在关联产品上的出口也受到阻碍, 通常会选择花费相关合规成本对关联

产品进行调整。 与受限产品一样, 合规成本带来的出口成本与价格上升也会对关联

产品出口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此, 可以判断, TBT 的出口种类的正向溢出影响主要

作用在与限制产品非关联的产品出口上, 而对与限制产品相互关联的产品出口则会

产生负向溢出影响。 综上, 本文提出假说 2b。
假说 2b: TBT 对企业不同出口产品种类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TBT

的实施主要导致企业 “与受限产品非关联产品” 对实施国的出口增加, 而 “与受

限产品相关联产品” 对实施国的出口则会降低。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选择

1. TBT 数据

由于出口国企业的部分产品可能在遭遇 TBT 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标准, 故并

非所有的 TBT 都会对一国出口产品造成实质性的贸易阻碍。 鉴于此, 本文选用特别贸

易关注 (Specific
 

Trade
 

Concern, STC) 数据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 WTO 中会为各成员

国提供一个集中协商一些限制性 TBT 措施的平台, 出口国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对某国家

发起的某项 TBT 提出 STC。 由于会议次数以及在协商会议上每个成员国提出的协商数量

有限, 故只有对出口国相关产品出口造成了实质性的限制与损害的 TBT 才会被出口国

提出 STC (Fontagné
 

and
 

Orefice, 2018)。 因此, 使用 STC 数据可以准确识别出对出口国

构成实质性贸易障碍的 TBT。 WTO 会在 TBT-IMS 数据库中记录各成员国提出 STC 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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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情况, 其中包含 STC 的提出国、 受限产品 HS 编码、 提出的日期、 被关注的国家等重

要信息。
2. 企业数据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企业层面的出

口数据来自 2000—2013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其详细报告了企业出口到每一个目的地

市场的产品编码、 价值量以及数量等信息。 企业规模与企业经营等相关信息来自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其记录了我国工业企业的销售额、 增加值、 利

润和固定资产总值等主要财务指标, 以及就业人数和成立年份等其他企业特征指标。
3. 匹配方法

首先, 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所有企业的 HS 编码 8 位数层面的出口产品信息按

照出口目的地汇总到 HS4 位数层面。 然后, 根据年份和企业名称将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 最后, 将所得的工企海关数据库按照年份、 产

品 (HS4) 和目的国与 WTO / TBT-IMS 数据库中的 STC 数据进行匹配。 最后得到

2000—2013 年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基准的实证数据库①。
 

(二) 模型选择

本文利用双重差模型 (DID) 来衡量 TBT 对企业出口产生的溢出影响, 理由如

下: (1) 采用 DID 模型, 通过研究遭受 TBT 政策影响的企业产品出口行为与未遭

受影响的企业产品出口行为的差异, 可以识别出 TBT 的净效应; (2) TBT-IMS 数

据库并未报道被提出的 STC 是否得到解决, 故无法确定持续时长。 由于 DID 模型

估计结果表示为遭受政策影响后的处理组和未受影响的对照组的平均变化之差, 故

模型估计结果的方向与显著性受 TBT 持续时长的约束更小;
 

(3) TBT 对企业出口

的影响一般存在一定的惯性, 因此 DID 模型也更符合 TBT 的作用规律。
(三) 模型设计

DID 模型需要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与对照组。 处理组为受 TBT 影响的企业出

口产品, 用 Treatfpct = 1 表示, 未受影响的对照组用 Treatfpct = 0 表示。 此外, 还需要

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Tfpct , 若企业出口产品遭受到政策影响则 Tfpct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根据前文, 遭受政策冲击的时间根据被中国首次提出 STC 的时间节点来定义。
由此, 构建如下的多期 DID 模型:

Valuefpct = a + βTreatfpct × Tfpct + λX ft + φf + φpc + φt + εfpct (1)
其中, 下标 f、 p、 c、 t 分别表示企业、 产品、 出口目的地和年份。 Valuefpct 表示

出口规模, 用企业出口产品 (HS4 位数) 对目的国市场出口总额的对数值来衡量,
若研究的是 “市场溢出”, 则该变量代表企业受限产品对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规

模; 若研究的是 “种类溢出”, 则该变量代表企业非受限产品对发起国市场的出口

规模。 Treatfpct × Tfpct 表示 TBT 的处理效应, 其系数用来评价 TBT 的实施对企业出口

的影响。 X ft 表示一系列企业属性的控制变量, 包括: ( 1) 企业资产收益率

(Roaft) : 用企业净利润占企业总资产比例表示; (2) 企业规模 (Sizeft) : 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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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避免左删失的问题, 借鉴罗胜强和鲍晓华 (2019) [28] 的做法, 将 2000 年作为观察期。



总就业人口的对数值表示; (3) 企业年龄 (Ageft) : 用企业成立时长的对数值, 即

样本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差值的对数值表示; (4) 企业杠杆率 (Leverft) : 用企业

负债总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表示; (5) 企业资本密集度 (Capitalft) : 用企业人

均总固定资产的对数值表示; (6)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ft) : 由于 2007 年之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部分数据缺失, 因此本文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参考了

Head 和 Ries (2001) [29] 的方法, 利用方程 TFP ft = ln(y / l) - s × ln(k / l) 来衡量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 y 表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l 表示企业人数, k 表示企业

固定资产总额, s 表示生产函数中资本的贡献度, 取值为 1 / 3。 φf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φpc 表示企业产品—目的地固定效应, φ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fpct 表示随机误差项。

(四) 处理组与对照组

本文借鉴高新月和鲍晓华 (2020) [30] 以及 Lu 等 (2013) [31] 在企业—产品—
目的国层面选取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做法, 将遭受 TBT 的企业对无 TBT 市场出口的

限制产品作为研究 “市场溢出效应” 的处理组, 并将遭受 TBT 的企业对发起国出

口的非限制产品作为研究 “种类溢出效应” 的处理组 ( Treatfpct = 1), 然后依据处

理组挑选在同一时间出口到同一出口目的地, 但没有遭受该政策影响的企业同类出

口产品作为对照组 ( Treatfpct = 0)①。 此外, 为了进一步降低选择偏差, 本文还把

控了对照组的企业特征, 即利用倾向得分匹配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从样本中选择与处理组企业特征相似的样本作为 “反事实” 观测样本, 从而构成

最终的对照组。 PSM 的具体思路为: 利用 Logit 二值选择回归模型, 从多个方面和

维度获取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的倾向得分值 λ i 与 λ j , 并据此计算出处理组与对照

组之间的距离变量 D( i) , 并按照比例自动选取与处理组距离最小的样本作为对照

组。 距离变量测算的具体公式如下:
D( i) =min

j
‖λ i - λ j‖ (2)

在匹配之前还需要确定匹配变量, 本文借鉴杜威剑和李梦洁 (2018) 及祝树

金和汤超 (2020) [32] 等学者在企业—产品—目的国维度进行 PSM 时的做法, 最终

选用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企业资本密集度、 企业资产收益率、 企业杠杆率和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作为匹配变量, 并按照处理组与对照组 1 ∶ 2 的比例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

TBT 各效应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 并汇报在表 1 中。

表 1　 TBT各溢出效应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说明

TBT 溢出效应 处理组 对照组

市场溢出
遭受 TBT 的企业 f 对发起国以外市场 c
出口的限制产品 p

未遭受 TBT 的相似企业 f′ 对 c 市场出口的产

品 p 及与 p 同类非限制产品

种类溢出
遭受 TBT 的企业 f 对发起国 c 出口的非

限制产品 p
未遭受 TBT 的相似企业 f′ 对 c 国出口的产品 p
及与 p 同类非限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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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谢申翔等 (2017) [33] 的做法, 以海关编码的 2 分位 (HS2 分位) 作为同类产品的划分标准。



(五) 对照组合理性检验

DID 模型估计的有效性需要满足一个前提, 即所选取的对照组与处理组在遭受

政策冲击之前需要具有平行趋势。 为此, 本文绘制了 TBT 政策效应估计系数走势

图, 结果如图 1 所示。 可以发现, 企业在遭受 TBT 前, 两组检验样本的估计系数

均并不能显著拒绝 0 假设, 说明在遭受 TBT 前, 处理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的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是检验 DID 模型有效性的另一种方法, 本文采用随机抽取处理组

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 从样本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点, 将其设

定为遭受 TBT 冲击的 “伪” 处理组, 并将剩余样本设定为对照组, 从而构建一个

安慰剂检验的政策处理变量。 本文采用 Bootstrape 法重复 500 次该过程, 并根据回

归得到的 500 个 “伪” 政策处理变量系数绘制核密度图, 结果汇报在图
 

2 中。 可

以发现, 两种效应的安慰剂检验回归系数均分布在 0 的周围, 且基本服从均值近似

为 0 的正态分布, 进一步证明了 DID 模型的有效性以及对照组选取的合理性。

图 2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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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检验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其中第 (1) — (2) 列汇报了 TBT 出口市

场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 第 (3) — (4) 列汇报了 TBT 出口种类溢出效应的估计

结果。 第 (1) — (2) 列回归结果显示, 处理效应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 TBT 的实施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受限产品对发起国以外无 TBT 市场的出口,
即 TBT 的实施存在正向的出口市场溢出影响, 符合理论假说 1a。 第 (3) — (4)
列回归结果显示, 处理效应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 TBT 的实施显

著提高了企业非受限产品对发起国的出口, 即 TBT 的实施具有正向的出口种类溢

出影响, 这符合理论假说 2a。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1) (2) (3) (4)

Treatfpct × Tfpct
　 0. 0787∗∗∗ 　 0. 0784∗∗∗ 　 0. 0286∗∗ 　 0. 0289∗∗

(5. 33) (5. 29) (2. 24) (2. 27)

Roaft
0. 0103 -0. 0046

(0. 74) ( -0. 31)

Sizeft
0. 1040∗∗∗ 0. 0967∗∗∗

(12. 61) (12. 85)

Ageft
-0. 0361∗∗∗ -0. 0418∗∗∗

( -3. 87) ( -4. 46)

Leverft
-0. 0112 0. 0056

( -0. 83) (0. 40)

Captialft
0. 0179∗∗∗ 0. 0155∗∗∗

(4. 10) (3. 36)

TFPft
0. 1318∗∗∗ 0. 1227∗∗∗

(19. 05) (19. 09)

常数项
9. 7927∗∗∗ 8. 5982∗∗∗ 9. 5027∗∗∗ 8. 4274∗∗∗

(1
 

255. 04) (107. 64) (3
 

196. 97) (120. 10)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747 0. 3751 0. 3970 0. 3973

N 3
 

611
 

672 3
 

611
 

672 2
 

415
 

293 2
 

415
  

293

注: 被解释变量为出口规模 (Valuefpct), 括号内为系数的 t 统计量。∗∗∗ 、∗∗和∗表示分别为在 1%、 5%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所有回归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若无特别说明,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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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 调整对照组范围

基准回归中对照组主要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筛选得到。 但罗胜强和鲍晓华

(2019) 认为, 相较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直接采用同类没有遭受到政策措施的产

品作为对照组, 可以避免匹配过程中的处理偏差, 且具有更加直观的经济意义。 因

此, 本文将同一时间出口到相同目的地的所有同类产品纳入到对照组, 进而考察调

整对照组范围后, 本文估计结果是否依然可靠。 结果汇报在表 3 的第 (1) — (2)
列, 可以看出, 各处理效应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2. 排除异常值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量较大, 可能存在异常值或极端值的问题。 为此, 本文对被

解释变量在 1%和 99%分位上进行缩尾覆盖处理, 从而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

性。 结果汇报在表 3 的第 (3) — (4) 列, 可以看出, 在排除异常值影响后, 各

处理效应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3. 控制行业发展趋势

一般而言, 行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时间趋势, 不同行业间的发展趋势也存在一定

差异, 进而可能对本文的回归结果造成一定的干扰。 因此, 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加入

了行业虚拟变量与年份时间变量的交叉项①, 用以控制行业发展趋势带来的干扰。
结果汇报在表 3 的第 (5) — (6) 列, 可以看出, 各处理效应的系数符号与显著

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调整对照组范围 排除异常值影响 控制行业发展趋势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1) (2) (3) (4) (5) (6)

Treatfpct × Tfpct
　 0. 0777∗∗∗ 　 0. 0282∗∗ 　 0. 0787∗∗∗ 　 0. 0225∗ 　 0. 0756∗∗∗ 　 0. 0307∗∗

(5. 25) (2. 22) (5. 45) (1. 81) (5. 12) (2. 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758 0. 3962 0. 3771 0. 3979 0. 3753 0. 3974

N 3
 

809
 

201 2
 

460
 

912 3
 

611
 

672 2
 

415
 

293 3
 

611
 

672 2
 

415
 

293

注: 第 (5) — (6) 列额外控制了 Dumhs2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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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陈勇兵等 (2020) 的做法, 加入 Dumhs2 ×j, 其中 Dumhs2 表示 HS2 编码下的行业虚拟变量, j 表示

年份变量, 本文基础回归年份跨度为 14 年, 故 j 取值 [1, 14]。



(三) 内生性分析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尽可能控制了年份、 企业、 产品和目的国维度的固定

效应以避免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内生性干扰, 但仍然可能存在这两种情况带

来的内生性问题: (1) 企业所遭遇到的 TBT 可能并不满足外生冲击的假设, 很

有可能是中国相关产品对特定伙伴的出口份额较大或增长过快导致了贸易伙伴实

施 TBT, 进而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2) 由于只有对产品出口具有

足够限制性的 TBT 才会被提出 STC, 因此 STC 同样不满足外生性和随机性假定,
那么本文在利用基于 STC 建立的 DID 模型进行估计时, 同样可能受到内生性

干扰。
基于此, 本文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来降低上述的内生性问题: 一是删除单独被

中国提出 STC 的数据。 TBT 的本质是发起国对产品提出了新的技术标准, 所有想

要出口到发起国的贸易伙伴都要满足这一标准。 但正如前文所言, TBT 的产生可

能是由于中国出口增长过快, 导致目的国实施 TBT 以保护本土产业。 因此, 为

了尽可能缓解这一情况给实证研究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剔除了被中国单独提

出 STC 的样本。 这样一来, 剩余研究对象是被多个国家同时提出 STC 的 TBT,
这就意味着该 TBT 是否因中国出口而产生, 是不确定或相对独立的, 故该 TBT
更符合外生要求。 此外,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 TBT

 

的 “溢出效应” , 所研究的对象

为受限产品在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 以及非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 其

本身就很难反向影响发起国市场对受限产品的 TBT 设置, 在此基础上再剔除被

中国单独提出 STC 的样本, 就基本排除了由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干扰。 二是采

用工具变量法。 前文提到, 只有对出口产品产生重要限制性的贸易措施, 受到影

响的国家才会提出关注, 进而造成在估计时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 本文

构建工具变量 IV fpct 来缓解这一问题, 使得 STC 的提出是由外生因素所引发的。

因此, 本文借鉴 Crivelli 和 Groeschl ( 2016) [34] 以及 Fontagné 和 Orefice ( 2018)
的做法, 构建一个 0—1 虚拟变量, 其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取 1: (1) 当年中

国对发起国 c 的其他限制产品 (p 以外的产品) 提出过 STC; (2) 当年第三国对

发起国 c 的限制产品 p 也提出过 STC。 此时, 中国当年对 TBT 的敏感性以及从第

三方反应得到的 TBT 限制性与中国是否提出 STC 紧密相关, 且中国对 p 以外产

品提出 STC 以及其他国家对产品 p 提出的 STC, 对于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 p” 而

言是外生的, 因此可做为工具变量。 进一步地, 本文将所获变量与政策时间项的

交乘项 IV fpct × T fpct 作为对应处理效应 Treatfpct × T fpct 的工具变量, 并进行 2SLS
回归。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汇报在表 4 中, 可以发现, 在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后,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较基准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由此

证明了本文基准结果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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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删除被中国单独提出 STC 的样本 工具变量法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1) (2) (3) (4)

Treatfpct × T fpct
0. 0618∗∗∗ 0. 0271∗∗ 0. 0478∗∗∗ 0. 0309∗∗

(3. 99) (2. 09) (2. 96) (2. 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821 0. 4000 0. 0006 0. 0004

N 3
 

332
 

978 2
 

226
 

765 3
 

611
 

672 24
 

152
 

93

注: 第 (3) — (4) 列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 以及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检验均在 1%的水
平下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的情形。

(四) 异质性溢出影响检验

本文通过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证明了 TBT 确实会对企业出口市场与出口

种类产生溢出影响, 但并未对异质性市场与异质性产品进行检验, 即没有证明本

文的理论假说 1b 与 2b。 为此, 本文纳入交互项对假说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 引

入代表异质性的变量 Q 与处理效应的交互项 Treatfpct × Tfpct × Q , 对于出口市场溢出

影响的研究而言, Q 表示出口市场是否为企业新销售市场的虚拟变量 (是取 1, 否取

0); 对于出口种类溢出影响的研究而言, Q 表示出口产品是否为受限产品的关联产品

(是取 1, 否取 0), 通过比较处理效应与交互项系数值的关系得出结论。
关于企业 “原有市场” 与 “新市场” 的划分, 本文将 t 年企业 f 的出口产品 p

第一次出口到 c 国的样本划分为 “新市场”, 将 t 年之前对 c 国就存在出口行为的

样本划分为 “原有出口市场”。 关于企业受限产品的 “关联产品” 及 “非关联产

品” 的界定, 本文考察了 WTO / TBT-IMS 数据库中的统计信息。 WTO 虽然将 TBT /
STC 的影响范围主要定义在 HS4 位数层面, 但在 STC 数据库的描述性文件中指出,
部分措施的产品范围难以确定, 会在 HS2 位与 HS4 位产品之间摇摆。 通过这一关

键信息, 可以判断技术标准视角下的相互关联的产品在此范围之间。 据此, 本文定

义 STC 覆盖产品所在的 HS2 位数编码下的其他产品为关联产品, 不处在同一 HS2
位数编码下的产品为非关联产品。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第 (1) — (2) 列汇报了 TBT 出口市场溢出影响

的估计结果, 第 (3) — (4) 列汇报了 TBT 出口种类溢出影响的估计结果。 结果

显示, 第 (1) — (2) 列中处理效应系数为正,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且交互项系

数绝对值大于处理效应, 这表明 TBT 对企业受限产品在原有市场的出口中存在正向

溢出影响, 对受限产品在新市场的出口存在负向溢出影响, 这一结果符合理论假说

1b 的预期。 第 (3) — (4) 列中处理效应系数为正,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且交互

项系数绝对值大于处理效应, 表明 TBT 对企业与受限产品非关联的产品出口存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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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溢出影响, 对与受限产品相关联的产品出口存在负向溢出影响, 以上结果验证了理

论假说 2b。
表 5　

 

异质性溢出影响检验

变量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1) (2) (3) (4)

Treatfpct × Tfpct × Q 　 -0. 8558∗∗∗ 　 -0. 8571∗∗∗ 　 -0. 1017∗∗∗ 　 -0. 1017∗∗∗

( -111. 52) ( -112. 35) ( -4. 42) ( -4. 43)

Treatfpct × Tfpct
0. 4676∗∗∗ 0. 4687∗∗∗ 0. 0572∗∗∗ 0. 0575∗∗∗

(30. 03) (29. 92) (4. 10) (4. 12)

Q 0. 2684∗∗∗ 0. 2709∗∗∗ 0. 3158 0. 3204
(16. 08) (16. 19) (1. 54) (1. 57)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870 0. 3874 0. 3970 0. 3973

N 3
 

611
 

672 3
 

611
 

672 2
 

415
 

293 2
 

415
 

293

(五) 机制检验

本文通过考察 TBT 对企业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规模 Valuefpct 、 企业受

限产品在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fpct 、 企业新市场的拓展 Enterfpct 、
企业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价格 Pricefpct , 以及与受限产品相关联的非受限

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价格 Price - R fpct 的影响来探讨溢出效应及其在不同市场与

不同产品间产生差异性的原因①。
具体而言, “溢出效应” 产生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TBT 对企业受限产

品在发起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从而导致了企业需要在产品种类与出口市场

上进行调整来弥补损失。 基于此, 本文同样利用 (1) 式为 TBT 对企业受限产品在

发起国市场的出口规模的影响进行检验, 结果汇报在表 6 的第 (1) 列, 可以发现

处理效应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 TBT 的确限制了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 进

而可能迫使企业在产品与市场间进行调整与转移来规避风险。 与此同时, 本文在

“市场溢出” 的理论分析中提到, TBT 可能迫使部分企业对受限产品进行合规技术

升级, 由于企业的规模生产, 可能会连带这一产品在其他市场上出口产品质量得到

提升, 进而产生正向的市场溢出影响。 基于此, 本文检验了 TBT 的实施对受限产

品在其他市场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结果汇报在第 (2) 列, 可以发现 TBT 的实施

显著促进了受限产品在其他市场上的出口产品质量, 这就解释了 “正向市场溢出”
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此外, 关于 “市场溢出” 在不同市场上的差异性, 理论部分

提到, 由于新市场出口成本高, 且企业遭受 TBT 后短期经营状况恶化, 使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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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 企业受限产品在发起国以外市场的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fpct 采用剩余价值法测算 ( Khandelwal
 

et
 

al. , 2013); 企业新市场的拓展 (Enterfpct) 是一个 0—1 虚拟变量, 若企业 f 出口产品 p 第一次出口到目的

国 c, 则取 1, 否则取 0。



在新市场上的出口拓展能力下滑, 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在原有市场进行转移。 基于

此, 本文检验了 TBT 的实施对企业新市场拓展能力的影响, 结果汇报在第 (3)
列, 可以发现 TBT 导致企业市场拓展能力的恶化, 因受限产品难以转移到新市场,
故更倾向于在原有市场进行转移, 这就解释了 TBT 为何在原有市场上表现出更明

显的正向溢出效应。 本文在 “种类溢出” 的理论分析中提到, TBT 会造成受限产

品在发起国市场上的出口成本或价格变动, 导致企业与消费者更倾向于在非限制产

品上增加贸易关系, 进而产生 “正向种类溢出” 效应。 基于此, 本文检验了 TBT
的实施对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出口价格的影响 (价格变动也是成本变动最直观

的表现), 结果汇报在第 (4) 列, 其中显示 TBT 的实施显著抬高了受限产品出口

的价格 (成本), 进而导致双方在非受限产品上贸易规模增加。 此外, 关于 “种类

溢出” 在不同产品间的差异性, 理论部分提到, 由于投入产出关联性以及 TBT 的

威慑效应, 会使得企业对与受限产品相关联的非受限产品进行调整, 相关的合规成

本可能也会抬高关联产品的出口产品价格。 基于此, 本文检验了 TBT 对关联产品

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价格的影响, 结果汇报在第 (5) 列, 可以发现, TBT 的确导

致了企业与受限产品相关联的非受限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 进而使得其在种类溢出

上的表现不如非关联产品。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Valuefpct Qualityfpct Enterfpct Pricefpct Price - Rfpct

Treatfpct × Tfpct
　 -0. 5132∗∗∗ 　 0. 0543∗∗∗ 　 -0. 0814∗∗∗ 　 0. 1981∗∗∗ 　 0. 0484∗∗

( -2. 97) (3. 25) ( -26. 82) (10. 08) (2. 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186 0. 3414 0. 3133 0. 6642 0. 3942

N 600
 

076 2
 

660
 

969 3
 

611
 

672 262
 

516 1
 

249
 

835

五、 进一步分析: 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选择

不同生产率、 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应对 TBT 的能力上存在差异, 进而出口行

为选择也会不同。 一般而言, 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企业的绩效水平与出口实

力, 因此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应对 TBT 的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 国内企业与外资企

业由于在资本构成、 公司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的差异, 面对 TBT 也应有不同的反应。
为此, 本文依据企业的生产率、 所有制类型进行差异化分析。

(一) 不同生产率企业

生产率的差异是企业异质性的突出表现。 本文依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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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TBT 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实证估计结果如表 7 的第 (1) — (2) 列所示。
其中, 第 (1) 列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并与处理效应系数符号相同, 表明 TBT
对生产率越高的企业产生的出口市场正向溢出影响越强。 第 (2) 列中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负, 且与处理效应系数符号相反, 表明 TBT 对生产率越低的企业产生的出

口种类溢出影响越强。 本文对于这一结论的解释为: 一方面, 企业在进行市场转移

时需要面临不同市场的出口门槛, 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较为轻松地跨越这些门槛,
实现市场转移; 另一方面, 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能力更强, 拥有的出口市场也更

多, 故高生产率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调整空间。 因此, TBT 对高生产率企业产生的

出口市场溢出影响更强。 相反, 对于低生产率的企业而言, 一方面无法较好地克服

进入别的市场的沉没成本; 另一方面因受限于市场数量, 企业拥有的调整空间也相

对较小, 故低生产率企业进行市场调整的能力有限。 但由于企业已经在发起国市场

上支付了进入成本, 因此低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在已有市场上进行产品种类调整来

弥补受限产品对企业造成的损失。 而且成本变动会导致低生产率企业受限产品在发

起国市场上的出口价格上升幅度更大, 故 TBT 的实施对消费者在低生产率企业产

品消费决策上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因此, 整体而言, TBT 对低生产率企业产生的出

口种类溢出影响更强。

表 7　 异质性企业溢出影响

变量
不同生产率企业 不同所有制企业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市场溢出 种类溢出
(1) (2) (3) (4)

Treatfpct × Tfpct × TFPft
　 0. 0705∗∗∗ 　 -0. 1197∗∗∗

(6. 56) ( -11. 02)

Treatfpct × Tfpct × C 　 0. 0835∗∗∗ 　 -0. 1943∗∗∗

(3. 60) ( -8. 34)

Treatfpct × Tfpct
0. 0876∗∗∗ 0. 0443∗∗∗ 0. 0640∗∗∗ 0. 0879∗∗∗

(5. 86) (3. 55) (4. 21) (6. 60)

TFPft
0. 0934∗∗∗ 0. 1474∗∗∗

(11. 57) (21. 79)

C
-0. 0071 0. 0855∗∗∗

( -0. 44) (6. 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751 0. 3974 0. 3751 0. 3973

N 3
 

611
 

672 2
 

415
 

293 3
 

611
 

672 2
 

415
 

293

(二) 不同所有制企业

本文认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应对 TBT 时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 同样, 在模型

中引入企业所有制类型 C 与处理效应的交互项, 其中 C 为虚拟变量, 若企业为外资

企业则变量取 1, 否则取 0。 实证估计结果如表 7 的第 (3) — (4) 列所示, 此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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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关注调节变量和处理效应交互项的系数。 其中, 第 (3) 列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 且与处理效应系数符号相同, 表明 TBT 对外资企业产生的出口市场正向溢出影

响更强。 第 (4) 列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且与处理效应系数符号相反, 表明 TBT
对国内企业产生的出口种类溢出影响更强。 主要原因在于, 与国内企业相比, 外资企

业一方面具有更多的销售渠道, 且与新市场建立合作的能力也更强, 故 TBT 对外资

企业存在更强的市场正向溢出影响; 另一方面, 外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产品技术标

准, 通常对贸易壁垒的反应更加灵敏, 学习效应也更快, 因而在面对 TBT 对受限产

品带来的负面效应时, 外资企业能够较快克服, 受限产品在发起国市场的出口波动较

小, 难以形成有效的种类替代效应。 但国内企业遭遇 TBT 后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
较大的出口损失逼迫企业进行出口调整, 但由于国内企业与新市场建立合作的能力

低、 销售渠道单一, 在出口市场方面进行调整的空间较小, 所以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在

出口种类上进行调整来弥补损失。 因此, TBT 对国内企业存在更强的种类溢出影响。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实施 TBT 对企业受限产品在发起国以外市场出口以及非受限产品

对发起国出口的影响, 通过匹配 2000—2013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以及 WTO / TBT-IMS 数据库得到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微观数据, 并运用

PSM-DID 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 (1) TBT 对企业出口市场与出口种类均具有

正向溢出影响。 (2) TBT 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受限产品对发起国以外原有市场

的出口, 但降低了对新市场的出口; TBT 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与限制产品非关联

产品对实施国的出口, 但降低了与限制产品相关联的产品对实施国的出口。
(3) TBT 对高生产率企业和外资企业产生的正向市场溢出影响更强, 对低生产率

企业和国内企业产生的正向种类溢出影响更强。
结合本文主要结论, 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得到政策启示。 对于企业而

言: 第一, 积极寻求市场与产品调整, 以对冲 TBT 贸易风险。 企业在遭遇 TBT 后,
应积极寻求与无 TBT 市场的贸易合作, 扩大与原有无 TBT 市场的合作规模, 或积

极进行出口产品调整, 追加对非 TBT 限制产品的出口规模, 来缓解 TBT 带来的破

坏效应。 第二, 本土企业应积极提高自身技术标准, 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一方面, 本土企业应紧跟国际技术标准潮流, 积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 为自身技术

创新提供明确的方向; 另一方面, 要加强研发投入, 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技术水

平, 提高自身起点, 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提高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

权, 争取实现从追随标准到制定标准的转变。 对于政府而言: 第一, 要全面把控

TBT 相关信息, 为企业提供预警。 政府应时刻注意 TBT 的表现形式, 仔细甄别 TBT
条款与国内企业产品技术标准的区别和联系, 全面评估风险, 及时给予企业预警,
让企业能有充足的时间去实现自我调整与自我应对。 第二, 积极帮扶企业应对

TBT。 要为企业提供检测认证培训、 检测认证代理和国际市场咨询服务, 从而提高

企业对产品国际标准的认识, 对复杂的技术规定和产品要求的掌握, 以降低产品走

出去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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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
 

Effect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n
 

Firm
 

Exports:
 

Market
 

Spillover
 

or
 

Category
 

Spillover
WANG

 

Guanyu　 MA
 

Yeqing
Abstract: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TBT)
 

affected
 

Chinese
 

firms􀆳
 

export
 

under
 

the
 

risk
 

of
 

world
 

economic
 

recess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many
 

studies
 

investigate
 

the
 

im-
pact

 

of
 

TBT
 

on
 

restricted
 

products
 

export
 

in
 

the
 

market
 

of
 

TBT
 

initiating
 

country,
 

little
 

at-
tention

 

is
 

giv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TBT
 

“spillover
 

effect”
 

on
 

firm
 

export.
 

This
 

paper
 

uses
 

firm-level
 

database
 

of
 

2000-2013
 

to
 

explor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BT
 

on
 

firms􀆳
 

expor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B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firms􀆳
 

export
 

level
 

of
 

restricted
 

products
 

to
 

non-TBT
 

impacted
 

markets,
 

and
 

the
  

export
 

of
 

non-restricted
 

products
 

to
 

the
  

TBT
 

implementation
 

country.
  

TBT
 

generally
 

has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firms􀆳
 

export
 

markets
 

and
 

categories.
 

Further
 

study
 

find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BT
 

across
 

different
 

export
 

markets
 

and
 

product
 

categories.
 

Fi-
nally,

 

we
 

find
 

that
 

TBT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market
 

spillover
 

effect
 

on
 

high-productivity
 

firms
 

and
 

foreign-funded
 

firms,
 

and
 

it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category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low-productivity
 

firms
 

and
 

domestic
 

firms.
Keywords: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Firm
 

Export;
 

Market
 

Spillover;
 

Category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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